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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南亚区域研究是日本人类学界借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方法，也是日本

知识界沟通世界，生产独创性知识的重要场域。 在帝国早期的日本，针对东南亚的人类学

研究主要服务于殖民统治，试图论证日本民族起源假说。 二战结束后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中期，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与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契合，逐步确立了社会文

化研究的学科规范，并试图相对客观地认识东南亚。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该领域

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实践应用与现实关怀，倡导连接“自我”与“他者”，共同面对日益深刻

的全球性问题，积极推动人类学知识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在社会的公共回归，即所谓

“知识的社会还原”。 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在不断反思“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过程中，完成了从自证（证明自己是谁）、证他（证明他者是谁）到两全（自我与他者相互成

全）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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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直是日本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区域之一。 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走过了近百年

的道路，其成果在学科发展、区域研究和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对日本人类学东南亚

区域研究的历程和范式进行历史梳理，着力分析日本人类学界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

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以及区域国别研究都具有理论

和现实的双重参照意义。
本文将对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成果进行学科史考察，重点把握其阶段性特征和代表性成

果，并置之于学术生产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这就涉及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演变，日本学术界的

主流话语以及日本人类学自身的转型。 本文采取的分析策略是以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学术团

体———“日本文化人类学会”（ＪＳＡＣ）及其机构刊物《文化人类学》所涉及的重要学者、论文以及著

作为主要线索，梳理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与现状，同时也结合国内外学界关于当代日本人

类学学科发展趋势的论述，基于日本人类学学科的整体视域，勾勒该领域的演变路径与趋势。
日本人类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针对日本殖民地开展研究。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随着

日本产业复苏并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日本人类学界又重新展开对东南亚诸国的田野工作。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日本陆续建立起与东南亚区域研究相关的综合性学术研究组织与机构，该领域进入快

速发展期。 日本人类学对东南亚的关注聚焦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四个在历史与

经济上与日本颇具渊源的国家。 近年日本人类学界对越南、老挝的学术兴趣呈上升趋势，但针对其

余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仍显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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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海外新华商社会公益实践的比较研究”（项目号：２２ＡＳＨ００８）的阶段

性成果。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是致力于传播和发展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术团体，目
前拥有 ２０００ 余名会员。 其前身是成立于 １９３４ 年的“日本民族学会”，出于学科在日本发展的种种

考量，经过数年讨论最终于 ２００４ 年更名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并沿用至今。① 《文化人类学》是日

本文化人类学会发行的机关刊物，２００４ 年之前刊物名称为《民族学研究》，是日本学界最具权威和

代表性的人类学专业期刊；１９３５ 年创刊至 ２０２１ 年共发行 ８６ 卷，每卷 ４ 期，共收录了包括原著论文、
特辑论文、会议论文、研究报告、书评等在内的 １９６６ 篇学术性论文，平均每卷刊登 ２０ 余篇人类学民

族学相关的论文。 该会自 ２００６ 年起设置“文化人类学奖”，旨在褒奖为日本人类学发展与人类学

研究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日本人类学者。 日本人类学中以东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绝大部分

都是或曾是该组织会员、理事乃至会长，获得诸如文化人类学奖等各类学术褒奖的学者也不在少

数。 因此，以该学会及其刊物中涉及的学者、论文以及著作为线索梳理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从 １９３５ 年学刊创刊直至 ２０２０ 年，《文化人类学》共发表了 １５９ 篇以东南亚诸国为研究对象的

学术论文（书评除外），约占学刊发文总数的 １ ／ １０（见表 １）。 以 １０ 年一计为单位来看，１９３５—１９４５
年一共发表了 ６ 篇文章，１９４５—１９５６ 年仅 １ 篇论文，１９５７—２０１１ 年发文频率保持每十年 ２５ 篇上下

并趋于稳定，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仅统计了八年的数据，目前刊登 １９ 篇文章。 从国别研究来看，在东南

亚 １１ 国中，涉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文章较多。 从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总数

来看，针对东南亚区域的研究已经构成了日本人类学的重要领域。
表 １　 １９３５—２０２０ 年《文化人类学》刊发东南亚诸国相关论文数量

国　 别

年　 份　 　 １９３５—４５ １９４６—５６ １９５７—６７ １９６８—７８ １９７９—８９ １９９０—００ ２００１—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 总数

印度尼西亚 ３ － １０ ４ １７ ５ １０ ４ ５３

泰国 １ １ １０ １０ － ４ ６ １ ３３

菲律宾 １ － ３ ７ ６ ６ ６ ３ ３２

马来西亚 １ － １ ２ １ ４ ４ ２ １５

老挝 － － ３ － － － １ ６ １０

越南 － － － － ３ ４ １ － ８

缅甸 － － ２ － １ １ － １ ５

柬埔寨 － － １ － － － － １ ２

新加坡 － － － － － － － １ １

总数 ６ １ ３０ ２３ ２８ ２４ ２８ １９ １５９

　 　 数据来源：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文化人类学》期刊 １９３５—２０２０ 年收录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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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人类学从 １８８４ 年发端之时就以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为主，以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为辅形成了广义的人类学范式。
１９３６ 年，主要进行文化、社会性研究的“日本民族学会”从主要进行体质、生物性研究的“日本人类学会”中独立。 之后除了二战期间，两
会每年都一起联合举办“日本人类学联合大会”。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 ／ 人文社会学科细分的趋势，１９９６ 年第 ５０ 届联合大会成为日本广

义人类学的终止符。 随后，出于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持续

增强，２００４ 年“日本民族学会”改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民族学彻底从日本学科设置中消失。 本文使用的“日本民族学人类学”一词需

要放在学科语境的变化当中来理解。



通过梳理，本文将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８８４—１９４５ 年为第一阶段，是以

体质人类学、人种学以及欧陆民族学为主要方向，试图论证日本民族起源假说并为殖民统治服务的

阶段，在这一阶段，东南亚研究成为日本学界借以确证自身身份认同的工具；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年为第二

阶段，该领域与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相契合，在二战后逐渐走向社会与文化研究，主
要以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通过探险队、调查团的方式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开始确立规范学科

标准并试图相对客观地认识东南亚的阶段；１９８５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该领域开始参与世界人类学

的主流话题，通过借鉴西方学界以实践理论和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发展出观光人类学等

应用性分支学科，并创造性地提出“应答人类学”“知识的社会还原”等概念和主张，倡导在人类学

的知识生产中打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鸿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携手共同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社

会问题———至此，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在知识范式上完成了从自证（证明自己是谁）、证他（证
明他者是谁）到两全（自我与他者相互成全）的历程。

一、 日本民族起源假说：殖民主义与日本人类学（１８８４—１９４５ 年）

日本人类学研究开端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 １８８４ 年建立的“人类学友会”，两年后

“东京人类学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正式设立。 同时，受到欧陆传统的影响，日本早期人类学以体

质人类学及人种学为主要研究内容。 彼时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的内坪井正五郎主

要教授体质人类学，另一位学者鸟居龙藏教授人种学，大多数课程同时涉及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

科学的内容。 大正年间（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年）伴随着鸟居的出走以及坪井的离世，专注于社会文化研究

的学者们于 １９３４ 年建立“日本民族学会”，翌年，学会期刊《民族学研究》创刊；体质、生物人类学者

则依然以东京人类学会为据点。 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建立与日本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积极引

入欧洲大陆的国家制度、教育体制等关系密切。 作为应用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被认为对于殖民地

的统治与经营有利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青睐。
事实上，制度化的民族学人类学最早诞生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地区。

１９２８ 年，在中国台湾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以及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先后设置民族学人类

学研究室，文化研究被当地殖民政府所看重。 发轫于日本帝国边缘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更强调功能

主义视角以及田野调查方法，而处于帝国中心的东京人类学研究则偏向于文献工作，也就是摇椅式

的人类学研究。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民族学人类学主要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需要，具
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以体质人类学与人种学为主，综合先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神话学

等不同学科，形成了广义人类学学科样态；其次，研究兴趣大多聚焦于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②最

后，出于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和经营的需要，作为应用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被彻底政治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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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 Ｖａｎ Ｂｒｅｍｅｎ ａｎｄ Ａｋｉｔｏｓｈｉ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ｕｒｚｏｎ， １９９９， ｐｐ．
７１ － １１５．

自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日语“民族”一词产生以来，“大和民族”“日本民族”“出云民族”“天孙民族”等民族自称在日本出现并成为

描述该国民族的通用词汇。 二战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民族”是由旧石器时代开始，从其他大陆迁往日本列岛的人群所组成的“混
合民族”。 二战期间，为了配合殖民统治需求，日本曾企图扩大“日本民族”的范围以包含朝鲜半岛、台湾等殖民地。 战败后，日本倾向于

回避民族问题，直至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日本单一民族发言”引发巨大争议，同年 １１ 月中曾根康弘在巨大压力下重新

将“日本民族”定位为包括阿依努等原住民在内、祖祖辈辈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所有人。 可参考：岡正雄、八幡一郎、江上波夫「日本民族

＝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国家の形成」『民族學研究』、１９４９ 年、第 １３ 号；岡本雅享「日本人内部の民族意識と概念の混乱」『福岡県立大学人

間社会学部紀要』、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９ 号。
山路勝彦『日本の人類学』兵庫：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０ 頁。



在此背景下，日本早期的东南亚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策略捆绑为一体。
１９３０ 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南进”政策，开始对中国西北、东南亚以及印度的穆斯林社会进行情报收

集工作，由此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机构与组织，如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南洋厅、民族

研究所等，以满足其对外侵略的目的与殖民地统治的需求。 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是处于对中国

侵略政策的延长线上所进行的战略需要，主要集中在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以及菲律宾摩洛族的宣

传抚慰工作。①多数研究处于日本军队的严格管控中，很难说是当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 绝大部

分所谓的研究仅在于借东南亚的地理、民族、政治等表象，以及各类二手材料探讨一些抽象的如人

种语意②、东南亚范畴、民族学研究对象等概念。 这些研究往往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意

识形态的影响，将东南亚视作“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进行讨论。 不少社会文化学者如竹内好、
石田英一郎、衫浦健一、冈正雄等都与这些组织机构产生过交集，甚至领导某一机构。 其中冈正雄

的日本民族起源假说与日本东南亚人类学研究的起始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冈正雄（１８８９—１９８２ 年）是战时及战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主要领导者之一。 １９２５ 年他与柳

田国男合作创刊《民族》。 １９２９ 年他获得大财阀涩泽敬三的资助，前往维也纳大学攻读民族学，求
学于奥地利民族学家施密特（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６８—１９５４ 年）门下。 他在 １９３３ 年获得博士学位，
１９４０ 年归国着手建立民族研究所，１９４３ 年获得日本帝国政府公允设立作为国策机关的民族研究

所，主要从事包含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周边国家的民族志、民族史、民族政策相关的调

查研究，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管理与统治工作收集基础资料。 冈正雄担任总务部长期间将民族学

协会（现日本人类学会前身）整合为研究所的外围协作组织。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投降，民族研究所随

之撤销建制。③

冈正雄基于历史传播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假说。 他秉持“种族文化复合

说”，认为日本民族并非原初且孤立地诞生于日本海岛，而是至少来自五个临近地区，即美拉尼西

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北亚 －通古斯地区、中国南方地区、阿尔泰 － 朝鲜半岛地区。④ 虽然冈正雄

及其领导的民族研究所在二战期间直接针对东南亚地区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较少，但其关于日本民

族与东南亚民族之间亲缘关系的假说直接引发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日本学界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

的大型人类学实地调查。⑤

冈正雄这一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假说为日本帝国殖民侵略亚洲诸国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提供了理论支持，建构了支配话语的合法性。 他认为民族学研究对于日本民族的团结以及民族意

识的强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张将民族政策、民族统治以及民族运动纳入日本民族学的研究范

围内，日本民族学只能建构在“分析被统治对象诸民族的民族性及社会构造的现实基础之上”⑥。
其理论观点在战后日本学界饱受诟病，批判之声不断。⑦ 他的核心理论著作《古日本的文化层》至
今在日本未得到正式出版。

正是由于日本民族学者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政策牵扯过深，导致即便二战结束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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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这一学科名称极易使人联想起二战时日本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①，民族学作为一个符号已经成

为“负的历史与遗产”。 针对这一不光彩的历史，中根千枝等一批二战结束后回国，具有西方教育

背景的学者将战前人类学研究称为“民族学”，把战后的人类学研究称为“文化人类学”，提倡所谓

的“新人类学”发展，试图摆脱军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阴影，以纯粹的研究者身份进行国外调查，拒
绝承认战前与战后研究之间的联系。② ２０ 世纪末，中生胜美提出“殖民地人类学”这一概念，旨在对

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反思，直面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

行径。③ 基于此类对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加之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

日本学界的影响力持续增强，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经过多年讨论，最终于 ２００４ 年将日本民族学会

改称日本文化人类学会。④ 如今，在日本高等教育以及研究机构中，作为学科名称的民族学也基本

被文化人类学所代替。

二、东南亚的调查与探险：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之滥觞（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年）

二战结束后，日本不仅深陷于物质上的困局，还被一种败落的情绪所笼罩。 然而，日本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侵略朝鲜半岛的后勤基地，借机重整了国内工业体系，再造了

以出口工业制品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曾形容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重

建的一剂强心针，犹如天惠，宛若神助”⑤。 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日本凭借已然成型的工业生产

系统，将原本针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改为以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的方式提供经济协助、技术支

持、国际借贷等所谓的国际援助项目。 日本各类制造业巨头借机向东南亚各国大量倾销工业制品，
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市场。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扩展的需求加大，经济上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亚
洲四小龙、四小虎为从雁的雁阵发展模式，东南亚被视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之一。 因此，善于

呈现地方知识原貌并提倡文化差异之理解的人类学开始受到企业财团的重视。⑦ 与此同时，随着

政府资金日益丰裕，各类海外研究的经费随之大量增加。 人类学调查最初集中在东南亚区域，随后

拓展至大洋洲、非洲以及东亚各国。⑧ 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历史上的渊源，日本人类学东南亚

研究对象一开始就集中在所谓亚洲四小虎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菲律宾四国。
人类学研究在日本社会经济重建过程中顺势发展。 １９５３ 年只有南山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东

京大学三所大学设置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到 １９５９ 年已有 ６６ 所大学开设了相关的讲义课程。⑨

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主要受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以“社会结构”“组织功能”为学科研究内

核，重视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编写工作。 与此同时，他们对历史主义研究手法进行了辩证扬弃，不仅

重视共时研究，对历时研究也持肯定态度，在保持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倡导跨学科研究。�I0 这种学

科取向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活跃于战争时期的冈正雄、石田英一郎等在二战时期的实地调查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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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英一郎『石田英一郎全集卷四』東京：筑摩書房、１９７０ 年、第 １７ 頁。
中生勝美『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東京：風響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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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庭三枝「日 － 東南アジア間の歴史認識をめぐる諸相」『アジア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号。
麻国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松園万亀雄「国際協力と人類学の接点をもとめて」『国際協力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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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历史学派转向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他们在战后三四十年中继续领导着日本人类学界；①另一

方面，中根千枝、蒲生正男等战后日本人类学重建时期的中坚力量都曾留学西方，主要受到英国、法
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重视以“社会”为导向，以结构与功能为着眼点指导田野实践的人类学理论

研究。
除此以外，从明治时代一直到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日本民族起源的巨大关心如通奏低音一

般潜藏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② 二战结束后，以冈正雄、石田英一郎等民族学者为首组织成

立了“日本文化研讨会”，通过比较日本与东亚、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等临近的民族文化，达到

追寻日本民族起源的目的。③ 这一对日本民族文化以及起源的关心，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日本战后民

族国家的重塑以及沸腾的左翼运动相契合，使得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在战后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另

一方面，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对民族起源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关心，也显示出战前与战后研究之

间存在的一种内在延续。 然而，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以探险队、调查团形式展开的日本人类学东南

亚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学科规范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其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最初的

设想。
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调查团、探险队的形式进行。 当时组织的调

查团、探险队有东南亚稻作文化调查团、关西学院大学巴拉望岛学术探险队、大阪市立大学东南亚

学术调查队、上智大学西北泰历史 －文化调查团等。 这些东南亚实地调查团队中的成员不仅有历

史学、神话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往往还包括生态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等自

然科学研究人员，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主要特征，即倡导并实践跨学科、团队

作业形式的实地调查。
在这一众以调查团、探险队形式进行的人类学实地调查中，又以日本民族学协会组织的“东南

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团”成立时间最早，组织规模最大，学术成果最丰，最具学科史象征意义。
中根千枝向世界介绍日本人类学发展及现状时，曾将此次调查称为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之滥觞。
其调查成果刊载于《民族学研究》，被誉为“以规范人类学标准写就的第一批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

究”④。 此次针对东南亚的大型田野调查项目并非无的放矢，目的就在于验证冈正雄的日本民族起

源假说，即对冈正雄的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论中涉及的东南亚诸民族与日本民族起源之间的关联性

进行实地考证。 在冈正雄的领导下，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相对古老但相似的水稻种植技

术及其相关文化传统是日本民族东南亚起源的一个重要证据。 相比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彼时

日本学界更在乎的是文化之间的相似性。⑤

“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项目在 １９５４ 年作为“民族学界的紧急且重要的课题”正式启

动。 当时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前身，即日本民族学协会由涩泽敬三和冈正雄领导。 冈正雄担任委

员会主席，涩泽敬三担任后援会长。 涩泽敬三利用其在财界及政界的影响力很快从各大财团募集

了一千三百余万捐款，又从日本文部省获得四百万调查经费。 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日本民族学协

会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 年 ７ 年间先后 ３ 次向东南亚派送调查团进行跨学科实地调研。
第一次派送的调查团于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前往越南、柬埔寨、老挝及泰国等湄公河沿岸国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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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８ 个月的田野调查。 调查团由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农学、技术文化、医学等领域的专

家以及外务省官员组成，其中人类学民族学相关背景的专家有民俗学家松本信弘、地理学者岩田庆

治、社会人类学者绫部恒雄，由曾经求学于莫斯门下的松本信弘担任此次调查团团长。① 第一次调

查团的成果于 １９５９ 年调查结束后率先刊行在《民族学研究》２３ 卷 １—２ 期上，共发表了十篇关于此

次调查结果的报告论文。 此外，还举办了两次公开座谈会。 论文及座谈会主要就低地佬族村落构

造、湄公河流域遗迹及遗物、东南亚民俗分类、老挝宋河（Ｎａｍ Ｓｏｎｇ）和力克河（Ｎａｍ Ｌｉｋ）流域诸种

族的分布与移动、柬埔寨部落及制陶技艺、高地佬族与苗族的农业生活、湄公河流域渔业用具以及

概观性的印度支那半岛民族风俗进行了讨论。 同年，调查团成员编辑了调查过程中的见闻，由日本

读卖新闻社出版，发行了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旅行游记———《湄公纪行：民族的起源之旅》②。 第一

次调查团的最终学术成果———《印度支那研究：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报告》③则由松本信弘主

编，于 １９６５ 年正式出版。
此次调查中主要以人类学理论关怀进行调查的是地理学家岩田庆治及社会人类学家绫部恒

雄。 二人除了对泛湄公河流域诸国进行走访外，还选定老挝中部的数个村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

实地调查，就老挝高地、低地村庄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初步判明。 岩田庆治在此次田野调查中深感东

南亚与日本文化之相关性。 在《日本文化的故乡》一书中，岩田写道：“随着针对东南亚地区及人民

田野调查的深入，我时常受到一种‘古式日本文化’的感召，使我不断追问日本文化的源流及其东

南亚起源的可能性。”④在这一追问过程中，岩田由地理学研究彻底转向人类学研究，并在东南亚宗

教信仰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他以在泰国、老挝等地的深厚田野经验为基础，发展出一套颇有见地的

万物有灵理论，闻名于日本学界。 绫部恒雄也持续在人类学领域深耕，留下了近百篇论文与著作，
相关东南亚研究代表作有《泰族社会与文化》⑤、《东南亚的论理与心性》⑥等。 其介绍人类学相关

理论流派的概论书《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⑦不仅在日本作为课程教材以及专业入门读物广受

好评，在中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曾作为人类学入门读本盛极一时。 绫部也被誉为日本战后人类学

重建时期的中流砥柱之一，于 １９８０ 年当选日本民族学会会长。
第二次派送的调查团于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前往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巴厘岛、龙目岛及越南南部进行

了约 ３ 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成员由五名相关专家组成，团长由农学家藤冈保夫担任，由于印尼时

局动荡不得不临时中断计划提前归国，成果相对欠佳。 但仍就巴厘岛农家亲属制度、稻作仪式、耕
种技术及村落类型等问题进行了整理，于 １９６８ 年整理汇编了《巴厘岛研究》⑧。

第三次派送的调查团从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开始，在印度比哈尔邦及尼迫尔进行了约 １０ 个月的田野

调查，由人文地理学家川喜田二郎和其他三位相关专家组成调查团。 此次调查选择南亚部分地区

作为目的地的原因在于该地区与日本、东南亚同属稻作文化圈⑨，主要就南亚地区的水稻种类、耕
种技术、宗教信仰、亲属制度以及物质文化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

在第一次东南亚稻作民族文化综合调查团筹划成立的同时，大阪市立大学在梅棹忠夫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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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信広「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綜合調査経過報告」『民族學研究』１９５８ 年、第 １ 号。
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綜合調査団『メコン紀行―民族の源流をたずねて』東京：読売新聞社、１９５９ 年。
松本信広『インドシナ研究』東京：有隣堂、１９６５ 年。
岩田慶治『日本文化のふるさと』東京：角川書店、１９６６ 年、第 ９ 頁。
綾部恒雄『タイ族――その社会と文化』東京：弘文堂、１９７１ 年。
綾部恒雄『東南アジアの論理と心性』東京：第一書房、１９９２ 年。
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学 １５の理論』東京：中央公論社、１９８４ 年。
宮本延人『バリ島の研究』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１９６８ 年。
第 ３ 次調査団「第 ３ 次東南アジア稲作民族文化調査について」『民族學研究』１９６４ 年、第 １ 号。



下组织成立了“大阪市立大学东南亚学术探险队”。 梅棹忠夫始终关注日本文明于世界中的位置，
构建了一套基于地域生态的文明演进唯物史观，他对东南亚地区的调查也是对其整体性文明史观

学说的实证补充。① 探险队在他的指导下对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的生态环境、
自然地理、动植物标本进行了调查；陆续出版了诸如《泰国：学术调查之旅》②《东南亚纪行》③等著

作。 围绕梅棹忠夫，依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形成了日本人类学中的“新京都学派”，即以生

态学为出发点的本土生态人类学。 随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文明学，主要关注个体与环境

系统的整体认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④

随后，关西学院大学与上智大学也陆续展开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共同调查。 关西学院大学在地

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大岛襄二的领导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先后组织了两次针对菲律宾巴拉望

的调查，就巴拉望岛上的山地民族的亲属制度、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物质文化等进行了研究，出版

了两本学术调查报告。⑤ 上智大学以东洋史学者、民族学家白鸟芳郎为首的团队组织了针对泰国

西北部的联合调查，于 １９７８ 年出版了调查报告书《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邻近诸民

族》⑥。 白鸟芳郎个人于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年先后四次前往泰国山区各民族进行调查，尤其关注文化历

史变迁。 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对泰国北部山区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且寄希望于通过对泰国

山区瑶、苗两族的研究，来检验其三十多年来关于中国华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并将东洋史学

与民族学进行结合，借此拓展学科视野。⑦

概言之，二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在市场开拓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受到

企业财团和政府机构的重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界往往以调查团、探险队

的形式前往东南亚以及与东南亚接壤的中国边境、南亚诸国进行团体性质的跨学科实地调查。 在

这一过程中，日本民族学人类学逐渐确立了人类学田野工作范式。 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过分强调团

队与跨学科之间的合作，这一时期基于长时段、深度参与的田野工作较为少见，由学者个人写就的

东南亚民族志专著亦屈指可数，此状况要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

三、知识的社会还原：当代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１９８５ 年至今）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达到高峰。 期间各大高等教育

机构开始设置东南亚区域研究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创的以东南亚区

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组织与专业机构业已形成规模，如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京都大学东南亚地

域研究所、东南亚学会等。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之一，１９７７ 年在日

本万国博览会旧址的基础上改造竣工、投入使用，梅棹忠夫任首任馆长。 该馆初期主要用于展览来

自世界各地的民俗风物，１９８９ 年实施大学院教育，开始为日本培养更具专业素养的民族学人类学

研究型人才。 实际上，该馆的创立也代表了 ２０ 世纪日本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向外走、向外看的时

５９

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历程与范式转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中央公論』、１９５７ 年、第 ２ 号。
岩波書店編集部『タイ：学術調査の旅』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５８ 年。
梅棹忠夫『東南アジア紀行』東京：中央公論新社、１９６４ 年。
刘正爱：《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为中心》，载《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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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関西学院大学探検会、１９６８ 年。 関西学院大学第二次パラワン島学術探検隊『パラワン島南部の山地民：関西学院大学第二次パラ
ワン島学術探検隊報告書』兵庫：関西学院大学探検会、１９６９ 年。

白鳥芳郎『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誌―ヤオとその隣接諸種族』東京：講談社、１９７８ 年。
庆升：《白鸟芳郎》，载《民族译丛》，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代需求。① 目前该馆有包括副馆长平井京之介在内的近十名东南亚区域研究者。
然而，随着 １９９１ 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社会问题以及左翼学生运

动残留下来的思想遗产重新浮出水面。 新一代日本学者已经对基于民族起源产生的文化相似性研

究颇感不耐，依据德奥历史传播论发展出来的文化圈理论在全球化的当代受到了极大的限制。②

日本人类学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文化现象的变迁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美国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

中关于城市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等主题的研究成果。
学科范式的转换绝非易事，必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转换过程。 首先，日本人类学逐渐从殖

民、帝国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经历了反思后破茧成蝶的学术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类学完

成了专业化人才培养程序的建构，意味着日本人类学逐渐从广义的综合人类学中分离开来，社会文

化研究成为学科主流。 其次，随着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大规模成体系的公共人类

学研究开始走向日本社会的前台。 日本人类学越来越重视实践应用与现实关怀，积极推动人类

学知识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在社会的公共回归，将取自经验研究的人类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社

会现实问题，即所谓“知识的社会还原”，并将其列入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伦理纲领，成为日本人类

学会乃至日本人类学界的行动准则。③ 最后，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前的日本人类学一直囿于结构功

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本土生态人类学理论与范式的影响，倾向于对小规模社会的田野工作，侧重

于制度功能、宗教信仰和历史变迁方面的研究。 随着活跃于战前、战时学界的领导人相继离世，日
本人类学界逐渐接受象征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等以“文化”为核心概念的美国后现代人类学理论与

思想。④

具体到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在学人前辈的坚持下，规范的田野工作范式在日本

人类学界已然确立。 广岛大学名誉教授高谷纪夫认为，严格意义上以东南亚区域为田野对象的日

本人类学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也就是说在 １９８５ 年以后，才涌现出一批长期田野经验与

理论创出兼具的民族志作品。⑤ 这也意味着与学科出身驳杂，培养系统来源多样的学人前辈不同，
接受过纯粹职业人类学训练的一批学术新人开始走上日本学术场域的前台，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

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东南亚民族志专著有山下晋司的《仪式政治学：印度

尼西亚托拉查人的动态民族志》（１９８８）⑥、合田涛针的《猎头与言灵：菲律宾本托克族的社会结构与

世界观》（１９８９）⑦、清水展的《突发事件的民族志：菲律宾尼格利陀社会的变化与持续》（１９９０）⑧等。
在这一时期，日本人类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文化相似性的研究，研究主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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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谷紀夫「東南アジア民族誌の現在」『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１９９１ 年、第 ２０ 号。
山下晋司『儀礼の政治学―インドネシア·トラジャの動態的民族誌』東京：弘文堂、１９８８ 年。
合田濤『首狩りと言霊―フィリピン·ボントック族の社会構造と世界観』東京：弘文堂、１９８９ 年。
清水展『出来事の民族誌―フィリピン·ネグリート社会の変化と持続』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０ 年。



始多样化，产生了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包括田边繁治的泰国研究与实践理论，山下晋司的印尼

研究与观光人类学，以及清水展的菲律宾研究与应答人类学。 此外，一批年轻日本学人也在积极尝

试开拓其他东南亚田野的工作地点，融入与世界主流人类学的讨论中。
（一）田边繁治的泰国研究与实践理论

田边繁治（１９４３—），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追随京都大学著

名东南亚史学家石井米雄从事泰国研究，学生时代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热衷于左翼学生运

动。 １９７８ 年他凭借对泰国农耕仪式的民族志研究获得日本民族学会涩泽奖，１９８１ 年以泰国北部与

中部稻作农耕技术的比较研究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他延续青年时代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理论的关心，开始研究泰国佛教及守护灵仪式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

实践，展开了从文化到实践的理论探索。
田边的宗教研究关注的是泰国都市化过程中传统仪式及媒介主体的转变。 他在对泰北都市社

会的考察中发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枷锁被打开，社区集体意识减弱，个体意识增强。
但是通过对当地社会中灵媒崇拜现象的分析，他发现在这种连接变革与传统的新型实践活动中，一
种新的社区集体意识正在形成。 通过从传统仪式巫术中继承而来的实用知识，作为非传统仪式专

家的灵媒在治愈和安抚患者生理疾病及心理病痛的同时，将零散的人际关系重新整合；在继承传统

仪式形式和话语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社区关系和性别意识，从而在急剧城市化的夹缝中创造出了

一种新的认同。 这种以不安和苦痛为媒介形成的认同感正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①

随后，田边组织了一批大型应用型研究项目，主要关注 ＨＩＶ 患者之间是如何借助苦痛，在实践

中构筑新的认同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田边及其团队主要关注身体技艺、实践知识、身份认同以及

互动行为方面的问题，旨在揭示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身体实践知识是如何在传递和分享过程

中创造新的人类共同体。 田边提倡、由后来者补充的这一实践理论启发了日本人类学界，提供了一

种关于实践的生态学双重视野：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实践体现在行为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二者不

断互动和相互修正；在中观层面上，通过将广泛的社会过程概念化，不同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相互

纠缠。② 同时，田边语言功力颇深，可以熟练地使用泰语、英语、日语进行交流和著书。 他凭借其具

有高度原创性、理论化及国际化的泰北区域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分别获得了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颁发的日本文化人类学奖与大同生命国际文化基金颁发的大同生命地域研

究奖。
（二）山下晋司的印尼研究与观光人类学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使得企业跨越国境开辟第三世界的市场，也产生

了人口流动频繁、资本商品流转加速，信息、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变迁的新现象。 日本学界一般

把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跨国境流动状态称之为“国际化”。③ 日本人类学者

开始关注全球人口流动、跨国观光旅游等一系列新近出现的新现象，其中，以山下晋司的东南亚研

究最具有代表性。
山下晋司（１９４８—）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他在年轻时不满当时日本人类学仅仅以静态的比

较方法研究微观社区的传统，提倡以阿帕杜莱的宏观人类学及文化景观理论将微观社会与宏观系

统并置，以动态民族志研究观取代以往的静态观。 １９８６ 年他凭借针对印度尼西亚托拉查人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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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研究，获得了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学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增强，新文化不断

涌现，他开始关注观光、移民等涉及空间变化的动态过程问题，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跨国观光为

研究对象的专著，如《巴厘：观光人类学的课程》①《观光人类学的挑战》②等，成为日本观光人类学

研究的先驱之一。 他使人类学研究与以“观光立国”的当代日本国策有机融合，继而参与了日本观

光学的学科建设。③ 除此之外，山下还关注文化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及发展，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担任日本民族学会会长期间，领导了迄今日本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

“资源人类学”，试图在联合国合作项目“人类安全计划”中建立一种公共人类学，旨在追求日、亚、
非及其他地区的可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实现尊重移民、难民、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基本

人权的世界社会前景。
（三）清水展的菲律宾研究与应答人类学

清水展（１９５１—），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从 １９７７ 年开始以菲律宾为田野点开展人类学研究，１９８７
年凭借对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原住民阿埃塔人的民族志研究获得了东京大学博士学位。 自 １９７７
年开展菲律宾田野工作以来，清水不仅仅作为一个研究者凝视着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有意以一种

战略合作的态度参与当地的发展与援助。 在对阿埃塔（Ａｅｔａ）原住民的研究中，清水跟踪了火山爆

发后于新土地上展开社区重建的原住民，对其灾后生活方式的转变、社区运动的复兴进行了详细的

民族志记录。 另一方面，清水还深入参与针对阿埃塔人的紧急救援和重建工作，利用学者在公共领

域的力量呼吁减少对菲律宾原住民的歧视与偏见，倡导相互理解与和平。④ 作为菲律宾伊富高

（Ｉｆｕｇａｏ）造林运动的支持者，清水帮助当地非营利组织申请相关项目，参与项目可行性评估，使遭

受环境破坏、生活难以为继的伊富高人通过植树运动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与支援。 通过民族志作

品将菲律宾人的诉求推向了世界。⑤清水身体力行地探索着人类学家参与当地社会建设的途径。
他这种“行动人类学家”的精神鼓励着人类学人重新思考“参与和观察”之间的平衡问题，也为追求

学科应用价值的人类学人提供了新的设想。
清水凭借被他自己称作基于“愚直的田野工作”的优异学术成果，于 ２０１６ 年获得日本文化人

类学会奖，２０１７ 年获得日本学术界最权威的大奖日本学术院奖。 他于 ２０１８ 年当选新一届文化人

类学会会长。 清水获得学士院奖并当选会长正是由于他一直以来践行的“应答人类学”这一学术

理念，提倡不仅仅直面本国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类学的学科优势，连接“自我”与“他
者”，在双方社会一应一答的动态过程中，共同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社会问题。⑥ 同时，他的研究

也让日本学界认识到长时段田野工作为人类普遍性知识做出贡献的必要性，微观研究也可以获得

通达广阔世界的路径。
上述三位标志性学者代表了近年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的总体关怀：他们致力于人类学公共

领域建设，倡导人类学知识的社会还原，以贡献人类普遍性智慧为目标。 同时，还有一批年轻学者

也在学术上尝试开拓新领域，他们的研究方向与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趋势。
例如福浦厚子主要关注新加坡这一全球资本流动中心地区的华人宗教实践问题，以宗教祭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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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乩”为切入点，关注全球人口流动与个体化、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化等当代现实问题。① 梶丸岳则

借助老挝追善祭奠仪式之夜举行的对唱歌曲探讨民族志诗学和语言诗学问题，参与了关于雅各布

森的句法学、构词学以及希尔弗斯坦的符号学的理论对话，同时以“山歌”为切入点关注中国西南

地区的语言交替以及文化复兴现象。② 寺户宏嗣以越南河内的联合国支援建设项目为例，研究在

城市发展的行政决策过程中技术、政治和理论的复杂性和不协调性。③

现在，日本进入超少子高龄化阶段，为了维持日本经济活力，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日本逐渐放宽

移民条件，允许体力劳动者进入日本。 ２０２０ 年末已经有 ２７０ 余万外国人生活居住在日本，占日本

总人口的 ２％左右，其中东南亚人占外国人总数的 １ ／ ４ 左右。 在此背景下，日本人类学针对境内东

南亚移民群体的研究也正在进行，展开了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文化共生”的反思，重新开始思

考人权、公民权等现代社会问题，构建日本公共人类学话语体系，如岩佐光广就在持续关注老挝移

民在日本的社区建构与社会关系重组过程等问题。④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逐渐走出了为结

构功能主义所宰制的理论范式，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已呈现多元化态势：一方面重视东南亚

丰富且独特的文化现象研究，认识到语言能力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倾向于开展长时段、深度参与

的田野工作，获得了日本知识界的认可；另一方面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转换研究与理论建构，他们都

倾向于将从经验研究中获取的知识回馈给研究对象，为其解决其现实问题提供依据与参照，即所谓

“知识的社会还原”，从而提高了人类学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四、结语：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历程与范式转换

日本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日本人类学东南亚区域研究

的历程与范式转换体现了日本知识界自我认知和对世界认知的曲折经过：先是在身份认同焦虑之

下试图论证民族起源假说（证明自己是谁），然后到经济扩张时期采取实用主义取向的客观研究

（证明他者是谁），再到打破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拥有更高伦理诉求的世界主义理念（自我与他者相

互成全），这同时也是日本人类学界逐步确立主体性的复杂历程，对于中国学界很有启发性意义。
纵观日本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存在着两个基本主题：一是对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的关注，

其次是对“他者文化”———尤其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关注，这两个方面并非相互割裂，
而是相辅相成的。 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或思想中心，长久以来都需

要依靠“他者”对自身进行定位，这一参照对象最初是中国，后来逐渐拓展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

他国家与地区。 明治维新以后，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日本试图在新的区域版图中确

立自身的中心性。 关本照夫 ２０ 世纪末提出了“离心趋势”这一概念解释日本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

选择情况，即日本人类学家在各个时期都倾向于前往相较日本中心区域更偏远的地区进行田野工

作，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确证自身中心性的努力。⑤ 同时，比起关注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西方人类学

者，传统上的日本人类学者更倾向于在比较研究中关注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与其说这是为了研

究“他者”，不如说是为了了解“自我”。 二战时期日本人类学者在东南亚等殖民区域开展研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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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试图证明这些区域与日本民族的同源性，并通过担负起照顾“未开化”民族的重任赋予殖

民统治以合法性。 为此，日本针对东南亚的人类学研究，无法脱离日本中心论的思想桎梏，问题意

识始终聚焦于日本这一“自我”。 试图构建一种关于世界整体性文明史观的梅棹忠夫曾辛辣地批

判彼时日本知识界：“令我感到惊叹的是，日本知识界诸君对日本以外的世界毫无真切的关心。”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日本经济复苏后，日本学界重新展开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

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殖民人类学时期的主题，例如试图通过对东南亚稻作文化的考察，来寻

求日本和东南亚的文化亲缘关系，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既往研究中的伦理缺失，并通过借

鉴西方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树立起规范的田野工作方法，研究主题也开始多样化。 此时针

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日本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贸易市场的开拓，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为

了证明自己是谁，那么这一时期该领域则更多表现出对他者的兴趣，其研究范式带有较强的经验主

义的客观化色彩。
日本人类学界的自我中心倾向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彻底得到了纠正。 日本人类学的新

一代学人在与西方学界的互动中，极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地直面日本侵略与殖民这一负面历史。 日

本人类学者在关于东南亚社会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被研究社会

的动态变迁，秉持知识取自社会、用于社会的伦理立场，创造性地提出“应答人类学”的理念，倡导

连接“自我”与“他者”，共同面对全球性社会问题。 这些理论视角和观点超越了区域研究和经验研

究的范畴，在日本人类学界受到广泛赞誉，积极推动了日本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至此，当代日本人

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革命性的转换，东南亚不再是用来证明自

我中心性的工具，也不再是静态的被描摹的客观对象，而是成为日本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开展对

话、合作和共同行动的重要场域。 这些主张也与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的倡议不谋而合，例如高丙中

提出的“世界社会”的理念，②龚浩群谈到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③皆旨在通过中国的

海外民族志研究，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边界的跨越，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共生性，探索彼此共同

卷入的复杂网络和各种力量以及交互影响的途径。
日本人类学的东南亚区域研究也呼应了日本思想界关于“作为方法的区域”的重要讨论———

区域被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以此构成方法论创造的依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竹内好针对当时日本

知识界普遍以日本为中心进行思考的现状，在差异性比较的基础上试图将“亚洲”进行概念抽出，
提出所谓“方法”便是聚焦区域主体形成的过程。④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沟口雄三提出日本学界

开展的中国研究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⑤。 在他看来，日本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中国研究，建构

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华文明，以此满足自身在文化、政治上的需要。 由此，沟口雄三委身中国本土概

念，使用中国概念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在分析中日思想史异同的基础上，达到理解亚洲乃至于世界

的目的，进行着“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尝试。⑥ 中国学者孙歌也在与日本思想界持续互动的同时，倡
导发现世界的多主体性，不仅仅将区域作为对象，而且作为方法，以此来建构主体形成的机能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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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日本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区域研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双方面的主体形成的过程：一方

面，东南亚从被考察的工具和客体，转变为具有自身诉求和平等地位的主体；另一方面，日本人类学

界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视界中解放出来，不再是自说自话，而是以更为平等包容的姿态，探索

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构筑的世界———百年前“我从哪里来”的身份焦虑蝶变为自我反省和参

与式行动，这代表着日本人类学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 这种交互主体性的获得正是日本人类学走

向成熟的标志。
总之，东南亚之于日本人类学界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社会文化概念，而且是日本人类学界

借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方法，也是日本知识界沟通世界，生产独创性知识的重要场域。 今日，中国

学界也逐渐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拓展智识边界的潜力。 本文希望通过爬梳日本人类学东南亚研

究的发展历程，予国内学界以启发：走出国门研究世界，是中国在世界学术格局中从被研究对象转

变为研究主体的开始，但是，中国学界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需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倾

向，只有充分认识到“他者”的主体性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生性，我们才有可能在交互主

体性当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两全———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对世界保持最“真切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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